
·比较教育· 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研究职能定位与实践

这种学术长期游离于社会产业之外，在此情境之下

常常出现 “知识悖论”现象，即大学生产了大量学

术知识，却很少能够将其直接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已然发现传统大学的这一研究短

板，而自创建之初就已扎根区域社会和地方行业产

业的应用科学大学在将研究成果运用于生产生活实

践方面具有先天的便利和优势，易于将科学知识转

化成新产品或服务。应用科学大学的这种研究潜力

和能力，为创新环境的改善创造了条件，使之成为

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合作伙伴。

２．促进区域社会创新
传统的国家创新战略往往过分集中于高科技制

造业和国家优先发展领域，事实上区域特色创新能

力的提升在国家战略中不容小觑。因此，欧洲各国

的科研政策开始从对薄弱地区直接的财政政策支持

转向对地方应用科学大学的政策扶持，全方位支持

地方高校与区域产业企业、社区、政府无缝对接，

应用科学大学逐渐成为区域专业人员技能培训和创

新创业中心。在国家政策制度保障方面，爱尔兰、

法国、芬兰、葡萄牙等国制定了明确政策，为培训

地方专业人员、支持地方创业等方面给予了制度支

持。

３．服务中小企业发展
应用科学大学可以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

撑服务。由于地方众多的小微企业没有实力和资源

进行自主研究开发，这为地方应用科学大学研究职

能的拓展提供了可能和机遇。欧洲大多数国家认为

应用科学大学可以有效缩小知识世界中理论与实践

之间的距离，应该和有能力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转

移，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和服务创新。

４．反哺专业技术教育
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活动有助于专业教育的开

展。应用科学大学首要的任务是培养适应职场实践

的人力资源，因此，对接变革中的职业需求，随时

更新课程教学资源，对于应用科学大学来说尤为重

要。而研究活动是生产新知识、更新教学内容、生

成创新课程的重要手段。在当代职业背景之下，专

业人员始终处于持续学习和创新过程之中，如欲发

展适应持续变革的创新能力，仅仅学会一套固定不

变的知识和能力体系早已无法胜任创新型职业环境。

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正在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工作

任务，对于他们而言，具备应对多学科环境下的复

杂问题的分析能力、解决能力与应对各种挑战的沟

通交流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应用科学大学研究职能定位的理性
之思

　　处于社会整体系统之中的应用科学大学主要受
到超国家组织、国家权力机构、学术群体以及其他

社会利益攸关方等外部主体的影响。应用科学大学

的研究职能定位首先是基于社会各攸关方基本共识

的，即传统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系统在研究职能上

应进行合理分工。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传统大学主要从事学术

（ａｃａｄｅｍｙ）工作，而应用科学大学则主要进行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工作。具体来说，研究职能在传统大学
与应用科学大学之间区别定位的内在需求来自于知

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和知识活动的社会分工。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欧洲社会科技政策指引下，国

家和市场对于科技成果的需求日益强大，大学、科

研机构等知识生产组织日益扩张和分化，但传统的

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方式很难满足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迈克尔·吉本斯 （Ｍ．Ｇｉｂｂｏｎｓ）认为，
知识生产正在从所谓的以科学为基础的 “学科模式

Ｉ”转变为以研究为基础的 “应用模式 ＩＩ”。模式 Ｉ
往往以单一学科内部的认知为目的，模式 ＩＩ是基于
特定情境问题的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它承担了更多

的社会责任。［２］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给应用科学大学的

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活动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

活动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存在类别上的不同，

就如同 “爱迪生研究”（Ｅｄｉｓ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与 “波尔

研究”（Ｂｏｈ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之间的异同。唐纳德·斯托
克斯 （ＤｏｎａｌｄＳｔｏｋｅｓ）提出了根据研发的起因区分
研究类型的 “巴斯德象限” （Ｐａｓｔｅｕｒｓ’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模型，将纯基础研究归为波尔象限 （玻尔研究原子

结构模型），意指仅追求基本知识而不考虑实践应用

的纯研究形式；将源于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归为巴

斯德象限 （巴斯德从事生物学研究大多出于解决问

题目的）；将源于纯应用目的的研究归为爱迪生象限

（爱迪生从事电照明研究主要目的就是将技术应用于

生活实践并创造商业利润）；而对既不考虑知识发现

也不从事实际应用，只在意经验整理和技能训练的

研究类型则归为皮特森象限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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